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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我国 277 个地级市为样本，利用反事实对照组探究经济系统与碳减排系统的主次关系，同时

探讨制造业集聚影响经济增长与碳减排协同发展的资源错配效应和创新增长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制

造业集聚对经济增长与碳减排协同发展的影响呈倒 U 型，经济系统在这一过程中起着主导作用；制造

业集聚可以分别通过资源错配效应和创新增长效应影响其协同效果。因此，制造业集聚规模要保持适

宜性，坚持先立后破原则，在确立碳减排目标时首先要保证经济发展的稳定性，更好地促进城市经济

增长与碳减排的协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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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

碳发展”。随着全球变暖和气候异常现象的频现，转变资源过度消耗和生态环境破坏的粗放式发展模

式已经刻不容缓。在 2020 年 9 月的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中国将提高国

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 2030 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但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伴随着碳排放量

的增加，仅以 2021 年为例，碳排放量已达到 114.7 亿吨，占全球碳排放总量的 33%。2024 年底召开

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要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守正创新、先立后破”。“先立后破”已

成为解决当代中国改革发展稳定问题的辩证法，在协同推进绿色低碳发展方面意义重大。“先立”意

味着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通过政策、制度、技术、市场等方面的进步，为绿色低碳的“后破”提供稳

定的政策制度支持、市场资金导向、技术保障和产业支撑。根据北京大学碳中和研究院的研究，2022

年中国制造业的碳排放量
①
在全国碳排放总量中的占比高达 60%。作为碳排放大户，制造业的减排效

果是我国实现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的破局关键。而集聚作为产业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空间规律，已成为

产业绿色低碳升级，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但制造业集聚能否实现经济增长与碳减排二者的协同

共赢？其背后机制是否遵循“先立后破”原则？在保持经济较快增长的同时能否实现绿色低碳节能

减排？针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对“双碳”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对于集聚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最早开始于 Marshall，他认为企业在某一特定地区的集聚可以使

其获得集聚外部性，比如劳动力蓄水池、技术外溢等外部经济效应，从而促进该区域的经济发展[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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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视角逐步扩展到多样化集聚或同一类型集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2−3]，研究者认为产业集聚能够通

过不同效应促进经济增长，比如知识溢出[4]、规模经济[5]、人力资本[6]；但产业的空间集聚对经济增长

的促进效果也可能并不显著甚至可能为负[7−8]。就国内研究而言，除了认为制造业集聚对经济增长有

明显的促进作用[9]外，也涉及多样化集聚和专业化集聚[10−12]等不同集聚模式对经济发展作用效果的差

异性；而近些年来产业集聚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即适度集聚促进经济增长，过度集聚会产

生负外部性而不利于经济增长的观点也日益增多[13]。总之，集聚对经济增长既可能通过知识溢出、规

模经济等机制发挥正面作用，也可能在某些情况下产生负面影响，或者表现出非线性的复杂关系。 

关于制造业集聚对碳排放的影响，可以从专业化分工[14]和循环经济[15]等途径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从而降低碳排放，但同时制造业集聚也会带来水污染和空气污染等问题[16]。国内关于产业集聚对碳减

排影响的研究较为丰富，分别从技术溢出[17]、规模经济[18]和关联机制[19]等角度阐述其对碳减排的正向

作用效果。然而，在长期内制造业集聚与碳排放之间也存在稳定的不相关关系[20]，或者负相关关系[21]，

甚至非线性[22]和不确定关系[23]。总之，集聚对碳减排的影响存在多种不确定的复杂效应。 

既有文献对制造业集聚与经济增长、碳减排关系的研究较为丰富，但是罕有文献将这三者纳入统

一的框架，这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制造业集聚效应的整体性和协调性，也忽略了城市经济增长与低碳

减排这两个关键目标的关联性和系统性。本文在探讨制造业集聚影响经济增长与碳减排协同发展的路

径机制的基础上设计反事实对照组，揭示经济系统与碳减排系统协同发展过程中的主次关系，并探究

制造业集聚对经济增长与碳减排协同发展的资源错配与创新增长效应，为“双碳”目标下发展绿色经

济应坚持“先立后破”原则提供经验证据。 

 

一、理论分析框架 

 

(一) 基本假设 

参考 Hotelling[23]对于人群的假设，并借鉴 Feenstra 和 Hanson[24]关于劳动力类型的划分，对有关

制造业劳动力和集聚关系做出如下假设： 

(1) 面向某种特定行业，制造业劳动力分为技能型和非技能型两类。 

(2) 制造业劳动力(L)拥有不同水平的技能水平，且 L∈(0,1)服从均匀分布，如图 1 所示。 

(3) 假设对于区域内每一个制造业集聚水平，都存在一个最佳的技能型劳动力比例，可表示为

λ(h)=Lj/L，Lj和 L 分别为制造业技能型劳动力数量和制造业劳动力总数，非技能劳动力最佳比例则为

θ(h)=1−λ(h)，h 表示制造业集聚水平。根据 Marshall 提出产业集聚正外部性来源之一的“劳动力蓄水

池”理论可知，适当的集聚促进了劳动力市场的发展和专业化技能的集中[1]。Glaeser 和 Scheinkman

的“MAR 外部性”理论也提到，专业化分工导致的知识溢出效应有利于集聚区域工人整体技术水平

的提升[25]，使得技能型最佳劳动力的比例随之增加。但伴随着区域集聚规模的持续扩大，过度集聚会

引发拥挤效应[26]，生活成本上升及人员拥挤带来的幸福感下降使得技能型人才在空间上具有分散趋

势。根据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发布的《中国城市发展报告 No.13》，过度集聚所造成的极

端通勤会严重削弱人们的幸福感；2023 年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推选结果也表明，适度的规模更有利于

增加城市对于人才的吸引力。由此，随着制造业集聚程度的增加，最佳技能型劳动力比例会趋于下降。

综上，随着制造业集聚程度的增加，最佳技能型劳动力比例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 

(4) 相比技能型劳动力，非技能型劳动力能力同质性特点更突出，更不易发生劳动力错配；相反，

技能型劳动力可能会为获得集聚正外部性收益而不得以选择非本专业技能行业，因此更易发生错配
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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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社会人群劳动力分布 

 

首先，参考 Hsieh 和 Klenow[27]及季书涵等[28]的研究框架，假设企业生产要素只包括资本 K 和劳

动力 L，且产品市场是完全竞争市场，不存在市场垄断势力。但企业面临的要素价格存在价格扭曲现

象，且扭曲指数分别以价格税 τK和 τL的方式体现，则资本和劳动力要素扭曲后的价格分别为 PK=pK(1+τK)

和 PL=pL(1+τL)。图 1 中 P 为按照劳动技能从低到高的人群排序，劳动力总量表示为图 1 中劳动力分布线 

和人群排序 P 构成的三角形面积，即图 1 中非技能型劳动力所占的小三角形面积 21
( )

2
P h 加上技能

型劳动力所占的直角梯形面积
1

[ ( ) 1][ ( )]
2

h P P h    即为劳动力总量： 
 

21 1
( ) [ ( ) 1][ ( )]

2 2
L P h h P P h                                    (1) 

 

其中，
1

[ ( ) 1][ ( )]
2tL h P P h     ， 21

( )
2nL P h  ，h 表示制造业集聚水平， ( )P h 为人群技能门槛。 

其次，根据 Hsieh 和 Klenow[27]、刘瑞明[29]对于资本错配的研究结论，资本分为国有资本 KN和非

国有资本 KP，其比例表示为 KP/KN=(h)，(h)反映市场对非国有资本的需求。国有资本主要受体制政

策等外生因素的干扰，非国有资本的配置主要源于市场信息的不对称。而根据盛丹等的研究，企业间

的信息不对称可以通过产业集聚来缓解[30]。尽管集聚能够缓解企业间的信息不对称，但当企业过度集

聚时，可能更倾向于采取保密和信息封锁等策略性行为维护其竞争优势，这反而进一步加剧了信息不

对称而不利于资本配置。因此集聚的适度性很重要，即制造业适度集聚时，′(h)>0；但过度集聚时，

′(h)<0。 

(二) 模型构建 

根据前述假设，构建如下生产函数： 
 

1
i i i iy TFPK L                                      (2) 

 
其中，TEPi 表示包含低碳技术在内的技术进步。由前文可知，要素成本为 C=PKK+PLL，结合要素价

格假设和图 1
1

2iL P 可得： 
 

         21 1
1 1 1

2 2K K L LC p K p P h P P h h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1 1 1K K i L L ip K p h L                                  (3) 
 

由利润最大化的条件要素的边际产品价值等于要素价格,求解后再求导得到一阶导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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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2

111
2

1
NN i iL

L
L i i

K hK h p TFP
h h

h p L Lh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 

 

        1
11 Ni i NK

K i i

K hp TFP K h

h p L L


  

 
  

  
   

                       (5) 

 
(1) 劳动力错配：根据式(4)可知，由于 21 ( ) 0h  ，且制造业集聚规模较小时 ( ) 0h  、 ( ) 0h   ，

此时劳动力错配随着制造业集聚程度的提高而减少，即 0L

h





成立；随着制造业集聚程度超过最优

值，非国有资本与国有资本比例和非技能劳动力最佳比例的一阶导数分别变为 ( ) 0h  、 ( ) 0h   ，

此时劳动力错配随着制造业集聚程度的提高而增加，即 0L

h





成立。 

(2) 资本错配：根据前文假设，制造业集聚对资源错配的影响是规模效应与拥挤效应综合的结果：

当制造业集聚水平适度时，有非国有资本与国有资本比例的一阶导数 ( ) 0h  ，此时 0K

h





，规模

效应大于拥挤效应，有利于资源错配减少；当制造业过度集聚时，随着集聚程度的增加，非国有资本

与国有资本比例逐渐减少，即一阶导数 ( ) 0h  ，此时 0K

h





，规模效应小于拥挤效应，随集聚水

平的增加资源错配情况也会增加。 

本文将科技进步和能源利用因素都包括在 TFPi中，因此再对利润最大化的条件进行隐函数求导， 

可得：
   

1 1

2 L Li

i i i

h h pTFP

h p K L 

  
  





。易知，当制造业集聚程度较小时， ( ) 0h   ，故 0iTFP

h





；当超

过集聚临界值时， ( ) 0h   ，故 0iTFP

h





。因此，制造业集聚对科技进步和能源利用的影响同样存在 

正负两方面结果，当制造业集聚水平低于某一临界值时，有利于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和提高能源利用效

率；高于临界值时，随集聚水平的增加企业技术进步和能源利用效率下降。 

本文在王林辉等[31]框架的基础上将模型扩展为绿色索洛模型：将上文生产函数中的碳排放因素从

TFPi 中分离出来，即 ( ) γ
i iTFP A h e ，其中，ei 表示碳排放因素，γ 表示碳排放产出贡献率，是经济水

平 yi的函数，即碳排放产出贡献率 γ=B(yi)，经济水平 yi越高，碳排放产出贡献率 γ越大。而 A(h)表示

纯技术因素，将其代入式(2)，可得： 
 

1( )i
i iγ

i

y
A h K L

e
                                      (6) 

 
其中， / γ

i iy e 表示经济与碳减排协同发展状况，用 e
iY 表示。由成本最小化法则，制造业厂商的成本函

数满足： 
 

 
,

min
i i

K i L i
K L

p K p L                                      (7) 

   1. . ,e
i i i i i is t Y A h K L F K L                                   (8) 

 

由上面的约束条件构造拉格朗日函数，一阶求导后两边同时乘以 pi，可得 K
i i

i

p F
p p

K


  


和

L
i i

i

p F
p p

L


  


，其中，pK/λ和 pL/λ分别表示要素价格的扭曲
③
，根据前文假设，将其替换为 pK(1+τK)

和 pL(1+τL)，将     1,i i i iF K L A h K L  代入，可得 Ki和 Li：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年第 31 卷第 2 期 

 

106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1 1 1

1 1 1 1
11 1 1

1 1 1
1

i i i
i K K i i i ii

i K K i K K i K i Ki
i

j K K j j j j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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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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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9) 

 

其中， i i
i

y p

y
  表示制造业企业产出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份额，记

 
 
 
 

1

1

1

1

i

i K

j

j j K

p
f r

p

 


 









。 

  
f r 表示总体价格水平相对扭曲指数，那么，Ki 和 Li 可表示为

ii KK f r K  和
ii LL f r L  ，

将其代入式(6)中，并取对数：  
 

   ln ln ( ) 1 ln ln 1 ln ln
i i

e
i K LY A h f r f r K L                         (10) 

 
由上式可知，经济增长与碳减排协同发展状况受技术进步、资源配置效率和要素投入的共同影响，

制造业集聚可通过资源错配机制和创新增长效应
④
对城市经济增长与碳减排协同发展施加先促进后抑

制的非线性间接影响。事实上，制造业集聚能够有效减少经济增长和碳减排协同发展障碍，强化其协

同推进路径。具体而言，制造业集聚通过共享基础设施、要素集聚、能源利用效率和集中末端治理等

途径，增强了城市在碳减排过程中对经济增长的资源集约、动能转换和降本增效作用，进而弱化城市

碳减排目标对经济增长的约束。而且集聚效应使碳减排创新资金的可获得性大幅提高，促进了低碳技

术创新，也使经济增长对碳减排的资本支持作用和创新增长效应得到强化。当制造业过度集聚时，资

源配置低效、基础设施超负荷及市场过度竞争使得集聚成本超过集聚收益，抑制了城市经济增长与碳

减排的协同发展。 

由前文已知
( )i

e i i
i B y

y y
Y

e e  ，对其求导可得其一阶导为
( )

1 ( )
i

i i
B y

y B y

e


，由此可知城市经济增长与碳

减排协同发展状况从根本上还是由经济系统 yi所决定，式(6)可表示为 1

1

( ) ( ( ) )

( )
i i i

e i i i
i B y B A h K L

y A h K L
Y

e e
 

 





  ，即经

济系统在制造业集聚对经济增长与碳减排协同发展这一过程中起着主导作用。 

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说： 

假说 1：制造业集聚对城市经济增长与碳减排的协同发展表现为“先扬后抑”的倒 U 型影响，当

其低于最优值时，制造业集聚能够促进城市经济增长与碳减排协同发展；高于最优值时，产生的拥挤

效应反而不利于城市经济增长与碳减排的协同发展。 

假说 2：制造业集聚可以通过资源错配机制和创新增长效应对城市经济增长与碳减排的协同发展

产生先促进后抑制的非线性影响。 

假说 3：经济系统在制造业集聚影响经济增长与碳减排协同发展中起主导作用。 
 

二、变量选取、计量模型设定与数据来源 

 

(一) 变量设置与定义 

1. 被解释变量 

本文在综合考量相关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32−33]，从经济增长与碳减排的协同发展内涵出发，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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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对经济增长与碳减排的概念进行外拓与界定：前者反映出城市经济水平的提升，从经济规模、经济

结构、经济效益和经济外向度等四个方面予以指标分解与特征细化；后者从人均碳排放、直接碳排放、

能源间接碳排放、非能源间接碳排放等四个方面将碳减排予以内涵的扩充和特征综合[34]⑤，系统构建

了城市经济增长与碳减排协同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表 1)。 
 

表 1  经济增长与碳减排子系统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变量说明 指标属性

经济增长 

经济规模 

人均 GDP(元) 正向 

限额以上批发零售贸易业商品销售总额(万元) 正向 

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万元) 正向 

财政收入(万元) 正向 

经济结构 
第二、三产业所占 GDP 比重(%) 正向 

第二、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 正向 

经济效益 

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余额(万元) 正向 

平均工资(元) 正向 

年末城镇失业(登记)人数(人) 负向 

财政支出(万元) 正向 

经济外向度 

当年外资实际使用金额(万美元) 正向 

规模以上港澳台投资工业企业工业总产值(万元) 正向 

规模以上外商投资工业企业工业总产值(万元) 正向 

碳减排 

人均碳排放 碳排放总量/总人口(吨/人) 负向 

直接碳排放 

交通和建筑(万吨二氧化碳) 负向 

工业生产过程(万吨二氧化碳) 负向 

农林业和土地利用变化(万吨二氧化碳) 负向 

废弃物处理(万吨二氧化碳) 负向 

能源间接碳排放 
外购电力(万吨二氧化碳) 负向 

供热和制冷(万吨二氧化碳) 负向 

非能源间接碳排放 辖区外购买物品的碳排放(万吨二氧化碳) 负向 

 
基于以上指标体系，本文参考杨丽等[34]的做法，利用改进的熵值法分别测算经济增长系统 U1 和

碳减排系统 U2，计算得到城市经济增长与碳减排的耦合度
 
 

1 2

1 2

1 2

2
U U

C
U U

 
    

。进一步地，为了更好 

地在数值上反映指标之间的协调性，构建城市经济增长与碳减排耦合协同度  1 2
D C T  ，其中，

1 2T aU bU  ，a 和 b 分别表示经济增长系统与碳减排系统的权重指标，参考生延超等[35]做法，本文

设定：a=b=0.5。 

2. 解释变量 

制造业集聚(Maggl)。本文使用区位熵测量产业集聚，具体计算公式为 , .
,

/

/
i t i t

i t
t t

ME E
Maggl

ME E
 ，MEi,t 

代表 i 地区第 t 年制造业就业人数，Ei,t代表 i 地区第 t 年的总就业人数，MEt代表全国第 t 年制造业就

业人数，Et 代表全国第 t 年的总就业人数。 

3. 控制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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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保证实证结果的准确性，本文选取了一系列可能对城市经济增长和碳排放产生影响的控制变

量：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以当年可比价格固定资产存量进行衡量；科学技术支出，用地级市科技研发

费用表征；房地产开发水平，用城市房地产开发投资完成额度量；客运总量和货运总量，分别用城市

客运和货运总量表示；工业电力消费，用工业用电总量表征。 

(二) 模型构建 

耦合协同度的数值被限定在 0 到 1 内，属于取值受限被解释变量，因变量的无条件期望大于 0，

使得误差项不再满足“零均值假设”；同时存在遗漏变量问题，导致最小二乘回归得到的估计量不是

一致性估计，OLS 输出结果发生偏误。而 Tobit 模型正是为了解决这类问题而设计，它可以有效处理

因变量被截断的数据。本文采用随机效应 Tobit 模型： 
 

2
, 0 1 , 2 , 3 ,i t i t i t i tD Maggl Maggl Control                              (11) 

 
其中，i 表示地级市；t 表示年份；Di,t 表示 i 地级市第 t 年的经济增长与碳减排耦合协同度；Maggli,t

表示 i 地级市第 t 年的制造业集聚水平；Controli,t为一系列的控制变量；ε为随机误差项。 

(三)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 2008—2020 年我国城市面板数据进行研究，时间窗口正好处于美国经济危机之后，具

体而言，我国经济开始调整且日益重视低碳转型发展，从而有利于探讨制造业集聚对城市经济增长与

碳减排协同发展的影响。由于部分地区数据缺乏严重而予以剔除，共计选用 277 个地级市及直辖市数

据。数据来自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统计年

鉴》《中国农业统计年鉴》《中国畜牧业年鉴》《中国林业和草原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

国城乡建设统计年鉴》和各市的统计年鉴及环境质量公报。同时考虑到部分年份由于统计数据存在缺

失值，为保证完整性采用线性插补进行补全。 
 

三、实证结果分析 

 

(一) 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 2 报告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被解释变量耦合协同度的平均值为 0.413 0，大于其中位

数 0.388 9，说明耦合协同度存在一定的右偏特征。制造业集聚区位熵的样本最大值为 3.886 8，最小

值为 0.133 6，说明不同城市制造业集聚差异较大。 

(二) 基准回归 

表 3 的第(1)列和第(4)列同时汇报了解释变量依次加入制造业集聚一次项和二次项时的回归结果，

当只纳入制造业集聚一次项时，制造业集聚对经济增长与碳减排协同发展呈显著的正向作用；当在模

型中加入制造业集聚水平的二次项时，制造业集聚对经济增长与碳减排协同发展的影响表现为“先扬

后抑”的倒“U”型影响，二者之间并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从第(3)和第(4)列的实证结果来看，无论

是否添加控制变量，制造业集聚水平的二次项回归系数均在 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负，这验证了理

论假说 1。 

(三) 稳健性检验 

本文使用三种方法对上述实证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1)更换综合指标计算方法，本文依次更换熵

权 topsis 法、主成分分析法、CRITIC 赋权法综合指标测度方法；(2)使用差分 GMM 方法和系统 GMM

进行回归，表 4 中 AR(1)、AR(2)以及 Hansen 检验通过了扰动项自相关检验和过度识别检验；(3)控制

相邻城市的空间溢出效应，本文将与城市相邻或接壤地级市的经济增长与碳减排耦合协同度相加进行

算术平均后作为控制变量；上述回归均依然稳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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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主要变量的基本统计特征 

变量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中位数 最大值 

耦合协同度 3 510 0.413 0 0.097 7 0.216 6 0.388 9 0.870 3 

制造业集聚区位熵 3 510 0.866 3 0.500 5 0.133 6 0.779 4 3.886 8 

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3 510 0.158 2 0.148 0 0.004 3 0.104 7 0.553 4 

房地产开发水平 3 510 0.175 8 0.210 6 0.003 4 0.097 0 0.829 9 

科学技术支出 3 510 0.257 0 0.332 2 0.006 4 0.124 8 1.310 5 

客运总量 3 510 0.738 3 0.678 7 0.021 6 0.509 7 2.766 8 

货运总量 3 510 0.153 3 0.146 2 0.007 3 0.105 1 0.601 7 

工业用电 3 510 0.779 0 0.886 4 0.009 0 0.440 9 3.337 4 

 

表 3  使用 Tobit 模型回归结果 

被解释变量 D 

模型设定 
随机效应 Tobit 边际效应 随机效应 Tobit 随机效应 Tobit 边际效应 

(1) (2) (3) (4) (5) 

Maggl 
0.011 6*** 0.011 6*** 0.086 8*** 0.056 0*** 0.056 0*** 

−0.002 8  −0.007 7 −0.006 7  

Maggl2 
  −0.027 0*** −0.015 7*** −0.015 7*** 

  −0.002 5 −0.002 1  

Controls 是  否 是  

N 3 510  3 510 3 510  

注：括号内为聚类稳健标准误；***、**、* 分别表示 1%、5%、10%的显著性水平。 

 

表 4  稳健性回归结果 

变量 
(1)−1 (1)−2 (1)−3 (2)−1 (2)−2 (3) 

熵权 topsis 法 主成分分析 CRITIC 赋权 差分 GMM 系统 GMM 控制空间溢出效应

Maggl 
0.016 5*** 0.025 2*** 0.026 2*** 0.181 8*** 0.287 0*** 0.020 3*** 

−0.002 1 −0.003 3 −0.002 1 −0.046 2 −0.057 8 −0.003 1 

Maggl2 
−0.002 4*** −0.006 7*** −0.006 2*** −0.070 3*** −0.092 1*** −0.004 2*** 

−0.000 5 −0.000 7 −0.000 5 −0.019 6 −0.023 3 −0.000 6 

Controls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N 3 510 3 510 3 510 3 510 3 510 3 510 

AR(1)    0 0  

AR(2)    0.491 0.515  

Hansen    0.149 0.155  

注：括号内为聚类稳健标准误；***、**、* 分别表示 1%、5%、10%的显著性水平。 

 

(四) 内生性处理 

制造业集聚能够作用于城市经济增长与碳减排协同发展，但反过来，城市经济增长与碳减排协同

发展状况也可能会影响制造业集聚，二者可能存在互为因果的内生性关系。另外，一些不可观测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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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能会影响城市经济增长与碳减排协同发展水平，造成遗漏变量偏误。为解决以上内生性问题，本

文参考类似“巴蒂克工具变量”思想，并借鉴张平淡等[36]外生性变量选择过程，构造三个工具变量。 

首先，在空间维度选择地形起伏度、最近海港的距离和河流长度为地理变量，地形起伏度由海拔

相对差、平坦面积和总面积所决定[36−38]，最近海港的距离与天然条件有关[36]，河流长度为自然现象所

形成[38]，这三者皆与城市经济增长与碳减排协同发展没有直接的关系，因此满足外生性条件。其次，

企业在选择集聚地时会考虑选址地区的平坦程度、出口便利程度和用水航运便利程度，山地越少、距

离海港越近和河流条件越优越的城市工厂，其建造和运输的成本越低，越有利于制造业集聚，因此满

足相关性条件。在此基础上，引入时变因素：国际国内原油价格增长率
⑥
，分别与地形起伏度、最近

海港的距离和河流长度作交乘，由于原油价格变动直接影响制造业运输成本，进而影响制造业集聚地

的选择[36]。因此，将原油价格变动与自然地理因素相结合，构造出时变工具变量，能够更为精准有效： 

 1P P
it i tRDIV RD G   、  1P P

it i tDIIV DI G   、  1P P
it i tRIVERIV RIVER G   。其中，RDi、DIi 和

RIVERi 分别表示各地级市地形起伏度、最近海港的距离和河流长度，  1 P
tG 表示国际国内原油价格

在第 t 年的增长率。 

由于本文使用 Tobit 模型进行基础回归，传统的 2SLS 在这种情况下失效，选择修正后的

2SLS(IVTobit)可以避免由于因变量受限导致的参数偏误问题，具有更好的稳健性。 

从回归结果来看，表 6 第(1)～(4)列分别选用不同工具变量缓解内生性，所得制造业集聚二次项系

数均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负，制造业集聚对经济增长与碳减排协同发展表现为倒 U 型影响，

与前文的研究结果保持一致。与基准回归结果相较，修正后的 2SLS 估计系数比基准回归估计系数大，

说明在未解决内生性时基准回归低估了制造业集聚的影响程度。第二阶段的回归结果表明，Wald 外 
 

表 5  工具变量 

工具变量 IV1 IV2 IV3 

变量选择 P
itRDIV  P

itDIIV  P
itRIVERIV  

 

表 6  IVTobit 第二阶段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4) 

D D D D 

Maggl 
0.391 0*** 0.380 4*** 0.361 5** 0.382 5*** 

(0.082 4) (0.052 5) (0.151 6) (0.050 8) 

Maggl2 
−0.132 3*** −0.125 8*** −0.119 1** −0.127 0*** 

(0.047 9) (0.027 9) (0.060 1) (0.026 8) 

Controls 是 是 是 是 

P
itRDIV  是 是 否 是 

P
itDIIV  是 否 是 是 

P
itRIVERIV  否 是 是 是 

N 3 510 3 510 3 510 3 510 

Wald statistic 110.300 0*** 117.430 0*** 8.890 0*** 121.160 0*** 

ALN(Chi2)    0.019 0 

注：括号内为聚类稳健标准误；***、**、* 分别表示 1%、5%、10%的显著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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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性检验的卡方值在 1%水平上显著，说明模型存在内生性；而在工具变量有效性方面，弱工具变量

检验中，第(1)～(4)列中 F 统计值均远远大于各自的统计检验的临界值，拒绝弱工具变量假设。同时

第(4)列过度识别检验中 ALN 最小卡方统计量不显著，不拒绝所有工具变量均为外生原假设。以上结

果说明本文所构造的工具变量有效。 

(五) 异质性分析 

(1) 是否为低碳试点城市。国家发改委于 2010 年 7 月 19 日提出《关于开展低碳省区和低碳城市

试点工作的通知》，而低碳城市政策会伴随环境规制。根据“波特假说”，适当的环境管制能对制造

业集聚企业施加一定的外部压力，倒逼企业增加绿色技术研发投入，最终实现经济增长与碳减排的双

赢[2]。本文以是否为低碳试点城市为异质性分类标准进行相关分析。 

从表 7 第(1)列和第(2)列的回归结果来看，实行低碳城市试点政策的城市一次项系数更大，这是因

为低碳试点城市通常具有更严格的环境政策，政府和企业更加重视低碳技术的应用和环境治理，因而

在不考虑二次项时，制造业集聚变动相同幅度，实行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城市的经济增长与碳减排协同

发展水平变动幅度也更大，表现为一次项数值更大。同样，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城市的二次项系数的绝

对值也更大，在实证结果中反映为制造业集聚拐点前后，城市经济增长与碳减排协同发展水平随着制

造业集聚程度的加深，上升和下降得更为迅速，即二次项系数的绝对值更大。这是因为低碳试点城市

往往更积极地推动技术创新和产业绿色升级，对环境保护的要求更高，制造业集聚在达到一定规模后，

边际效益递减的速度也相对变得更快。 

(2) 城市规模异质性。不同城市规模会产生不同的资源虹吸效应和城市阴影效应，对制造业的结

构优化、技术进步和区位选择产生影响[39]。本文参考《国务院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

将样本城市按照 2014 年城市辖区的人口规模进行划分，城市辖区人口在 50 万以下的划分为小城市，

50 万至 500 万的为中等城市，超过 500 万的为大城市。 

从表 7 中的第(3)列和第(5)列可以发现，小城市和大城市结果不显著，而中等城市中制造业集聚对

城市经济增长与碳减排协同发展的作用存在显著的倒 U 型关系。原因可能是小城市产业单一，人才相

对缺乏，无法形成完善的产业链条，集聚规模效应受限；大城市虽然拥有更多资源和技术支持，但产

业竞争激烈，治理成本呈指数级增加，集聚规模增加引致的“拥挤效应”边际成本递增幅度超过了

“规模效应”带来的边际收益，最终制约了制造业集聚的正外部性对于城市经济增长与碳减排协同发

展的促进效果；相比之下，中等城市产业空间布局更灵活合理，政策扶持和技术创新更均衡，有利于

发挥制造业集聚的各种外部性优势，实现城市经济增长与碳减排协同发展。 

 

表 7  异质性回归结果 

 
(1) (2) (3) (4) (5) 

低碳试点城市 非低碳试点城市 小城市 中等城市 大城市 

Maggl 
0.066 7*** 0.057 2*** 0.005 1 0.045 9*** 0.119 8 

(0.008 5) (0.006 7) (0.007 2) (0.005 4) (0.094 0) 

Maggl2 
−0.022 9*** −0.016 2*** −0.001 9 −0.012 0*** −0.000 1 

(0.003 1) (0.002 2) (0.001 1) (0.001 8) (0.045 1) 

Controls 是 是 是 是 是 

N 2 300 1 210 1 057 1 431 1 022 

注：括号内为聚类稳健标准误；***、**、* 分别表示 1%、5%、10%的显著性水平。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年第 31 卷第 2 期 

 

112 

 

 

四、主次关系分析：先立后破还是先破后立 

 

在研究制造业集聚影响经济增长与碳减排协同发展的同时，也不可忽视两个系统在模型中的潜在

相互作用。可能存在这样一种情况：制造业集聚对经济增长与碳减排协同发展虽然有显著的作用效果，

但仅仅只是对其中单一的经济或者碳减排系统存在直接影响，并最终作用于两个系统的整体协同发

展。换而言之，本文需要分析出制造业集聚对单一系统的影响如何放大为在整体上对经济增长与碳减

排协同发展的影响，即经济增长和碳减排的主次关系。 

为了探究制造业集聚是如何在整体上对经济增长与碳减排的协同发展产生影响的，借鉴马草原

等[40]的思路，本文构造经济增长与碳减排时空错位耦合协同发展的反事实对照组进行检验，用以排除

单一系统对整体分析的干扰，并对两个反事实对照组的差异进行分析。 

(一) 剔除经济单系统的干扰 

为探究耦合协同度中单一系统受制造业集聚影响的程度，本文基于反事实框架构造经济系统错位

−碳减排耦合协同度：将经济系统得分按照空间时间随机打乱，然后重新计算每个城市每一年份的耦

合协同度。由于打乱之后的顺序具有随机性，因此这种随机构造方法会抵消不同城市的经济增长趋势，

使得最终得到的经济增长与碳减排耦合协同度只体现出不同城市的碳减排时间个体特征，不再体现城

市经济增长与碳减排协同发展状况。 

从表 8 回归结果来看，经济系统错位之后制造业集聚对经济增长与碳减排协同发展回归结果与之

前的基准回归完全不同，二次项系数不仅符号发生改变，而且统计上也不再显著。经济系统随机匹配

的反事实经济增长与碳减排耦合协同度并不受制造业集聚的影响，结合之前的基准回归结果，再次表

明了制造业集聚影响的是整体经济增长与碳减排协同发展状况，而对其中的碳减排系统单独起作用的

效果并不明显。 
 

表 8  反事实对照组回归结果 

被解释变量 经济系统错位−碳减排耦合协同度 经济增长−碳减排错位耦合协同度 

模型设定 
Tobit 模型 边际效应 Tobit 模型 边际效应 

(1) (2) (3) (4) 

Maggl 
0.002 9 0.002 9 0.020 6*** 0.020 6*** 

(0.005 6)  (0.003 6)  

Maggl2 
0.000 2 0.000 2 −0.004 7*** −0.004 7*** 

(0.001 6)  (0.000 8)  

Controls 是  是  

样本数 3 510  3 510  

注：括号内为聚类稳健标准误；***、**、* 分别表示 1%、5%、10%的显著性水平。 

 

(二) 剔除碳减排单系统的干扰 

与剔除经济单系统干扰的检验不同，对碳减排系统干扰的回归并未出现类似上文一样的结果。相

反，制造业集聚对碳减排系统错位耦合协同度存在着显著影响。但与基准回归结果有所不同的是一次

项系数变小，二次项系数绝对值更大，这也说明在进行碳减排系统错位耦合后，城市经济增长与碳减排

协同程度随着制造业集聚变化更为剧烈，反映了经济增长与反事实碳减排协同发展的不匹配。与打乱

经济系统不同的是，在打乱碳减排系统之后，耦合协同度反映的是该地区的经济发展程度，这也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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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经济系统在制造业集聚促进城市整体经济增长与碳减排协同发展方面起着核心作用，不仅受制造业

集聚的影响，而且直接对城市碳减排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也启示我们在促进城市经济增长与碳减

排协同发展过程中，要坚持先立后破，以经济发展为主线，促进城市碳减排协同发展。 
 

五、机制检验 

 

制造业集聚通过何种机制对经济增长与碳减排协同发展产生影响？对上述问题的分析有助于更

加深入理解制造业集聚对城市经济增长与碳减排协同发展产生影响的内在机制。 

(一) 资源错配影响机制 

起步阶段的资源和资金有限，聚集程度提高会增加区域内制造业企业对生产要素的需求，促进各

类要素集聚和企业迁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改善资源错配情况[28]；过度集聚时，其所产生的拥挤效

应则会形成与“威廉姆森假说”相似的规模不经济现象，即市场内部竞争加剧，资源配置效率降低，

试错成本提高，导致企业使用高碳能源减少生产成本。本文参考白俊红等[41]的做法，分别计算资本错

配指数和劳动力错配指数。 

表 9 回归结果表明，制造业集聚与资本错配存在显著的先减后增的正 U 型关系，而与劳动力错配

的关系不显著。随着集聚程度增加，资本错配情况先下降后上升，反映在城市经济增长与碳减排协同

发展水平上表现为先增后减的倒 U 型关系
⑦
。不同要素错配作用效果出现差异的原因在于：资本的配

置过程与劳动力错配存在本质差异，资本的逐利性往往使得市场在面对制造业企业信息不对称时变得

更加敏感，而劳动力的配置情况具有一定的路径依赖和岗位粘性，工人需要具备一定的技术能力才可

以更加顺利匹配，因此劳动力错配在制造业集聚区并不会随着经济发展情况的改善得到大幅度提高，

从而导致劳动力错配与经济发展出现脱节。 
 

表 9  影响机制 

 资源错配 创新增长效应 

 劳动力错配指数 资本错配指数 高水平绿色创新 传统绿色创新 能源利用效率 

Maggl 
−0.144 9 −1.110 1*** 0.000 6 −0.012 8*** 0.053 9 

(0.142 5) (0.122 4) (0.001 3) (0.002 7) (0.034 1) 

Maggl2 
0.081 0 0.444 5*** −0.002 0*** 0.000 3 −0.027 8** 

(0.060 9) (0.052 2) (0.000 5) (0.001 1) (0.013 6) 

Controls 是 是 是 是 是 

N 3 510 3 510 3 510 3 510 3 510 

注：括号内为聚类稳健标准误；***、**、* 分别表示 1%、5%、10%的显著性水平。 

 

(二) 创新增长效应影响机制 

适度集聚时，集聚能提供更多的知识交流机会，降低了企业绿色创新的搜寻成本和风险，容易产

生“绿色偏向”特征的技术进步，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但当制造业集聚过度时，集聚区高密度的技术

创新会引发搭便车问题，抑制企业创新积极性，造成绿色创新产出和能源利用效率的下降。基于此，

本文使用绿色创新绩效和能源利用效率两个变量作为制造业集聚的创新增长效应的代理变量，检验此

机制：(1) 绿色创新绩效，本文将高水平绿色创新和传统绿色创新都作为绿色创新绩效的表征变量，

分别以绿色发明专利数量、绿色实用新型数量与专利获取数量的比值表征，以验证不同绿色创新水平

对于制造业集聚的敏感程度；(2) 能源利用效率，本文参考魏楚等[42]的做法，使用 DEA 中 malmquist

指数模型进行测度，同时为了更好地反映能源利用技术的进步，使用分解出的技术进步指数表征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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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效率。 

表 9 第(3)列和第(4)列的回归结果表明，高水平绿色创新在制造业集聚对经济增长与碳减排协同发

展产生影响的过程中发挥明显的中介作用，二次项系数显著为负。然而，制造业集聚与传统绿色创新

结果却不显著，原因可能是高水平绿色创新涉及复杂的技术改进和资源投入，其对集聚效应下的知识

溢出更为敏感，因此集聚效应对高水平绿色创新的推动效果可能更为突出。同时，在过度集聚时可能

导致资源过度竞争、过载效应等问题，导致创新效果递减甚至出现负面影响。而传统绿色创新虽然也

受集聚效应影响，但这些创新往往技术含量较低，对集聚效应更不敏感，因此回归中未能表现出显著

的二次项系数。 

同时，从第(5)列能源利用效率的回归结果来看，制造业集聚能够显著地通过能源利用效率这一路

径影响城市经济增长与碳减排协同发展。 
 

六、结论与建议 

 

本文首先构造了含纳资源错配、技术进步的理论框架，阐述了制造业集聚对经济增长与碳减排协

同发展的作用机制，并运用 2008—2020 年中国 277 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实证结果

表明：第一，制造业集聚对经济增长与碳减排协同发展具有显著倒 U 型影响。第二，当综合考虑城市

碳减排和规模特征时，制造业集聚对经济增长与碳减排协同发展的影响呈现出异质性。第三，先立后

破原则在经济碳减排协同发展领域成立，经济系统起主导作用。第四，制造业集聚通过资源错配机制

和创新增长效应机制影响城市经济增长与碳减排协同发展。 

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优化集聚规模，规避“过度集聚”导致的拥挤效应。地方政府应结合区域资源禀赋和环境

承载力，合理规划制造业集聚规模，避免过度集聚导致的环境压力激增和经济效率下降。同时，及时

调整产业政策，重点发展高附加值产业，减少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 

第二，分类施策，因城制宜。依据城市自身特征完善制造业集聚的空间格局，因城制宜制定产业

发展方案。针对不同规模城市，政府可以考虑给予小城市更多财政支持以推动产业结构绿色升级，同

时优化大城市的相关产业配套措施，更好发挥集聚对于经济增长与碳减排协同发展的促进作用。 

第三，减少政府干预，健全和完善生产要素的市场化配置。要避免资本投资的“所有制歧视”，

同时鼓励地方政府增设专业化人才引进补贴，减少技能型劳动力错配，完善制造业集聚规模效应的传

导路径。 

第四，重视技术创新，激励企业创新特别是绿色创新。支持创新增长，提高绿色技术溢出效应，

加强绿色技术研发投入和技术推广，以技术进步为内生动力刺激经济增长，充分发挥制造业集聚创新

增长效应的推动力，促进城市经济增长与碳减排的协同发展。 

第五，保证经济发展的稳定性，构建经济与环境协同发展的制度体系。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

稳，守正创新、先立后破”原则，优先构建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协同机制，强化经济系统的主导作

用，进一步优化税收、金融、土地等政策，激励企业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顺利实现碳减排目标。 

 

注释： 

 

① 此处计算的碳排放量包括生产制造环节所消耗的电力所产生的碳排放在内。 

② 非技能型劳动力的技能通常更具有通用性，可在不同行业中相对容易地转换和适应，也就是受到专业技能的限制较少，

因而不太可能为获得集聚正外部性收益而出现专业技能不匹配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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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λ表示影子价格，反映了社会经济处于最优状态下资源稀缺程度和对产品的需求状况，与要素价格之比反映了价格相对

于最优状况的扭曲程度。 

④ 资源错配效应外在表现为资源配置效率，创新增长效应外在表现为绿色技术创新和能源利用效率的变化。 

⑤ 直接碳排放、能源间接碳排放、非能源间接碳排放借鉴丛建辉等的做法，从消费视角进行核算。 

⑥ 此处国际国内原油价格增长率由布伦特、迪拜和中国秦皇岛现货价格增长率平均而得。 

⑦ 由于劳动力错配和资本错配都是负指标，会反向作用于经济增长与碳减排的协同发展，因此最终导致制造业集聚对经济

增长与碳减排协同发展的影响表现为先增后减的倒 U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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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tablishing first and then breaking: Can manufacturing agglomeration 
achiev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growth and 

carbon reduction under the goal of “dual carb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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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ol of Economics,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Qingdao 266100, China) 

 

Abstract: By taking 277 prefecture level cities in China as samples and by adopting counterfactual control 
groups, the article studies the primary and secondary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economic system and the 
carbon reduction system, and at the same time explores the resource mismatch effect and innovation growth 
effect of manufacturing agglomeration on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growth and carbon 
reduction. The research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impact of manufacturing agglomeration on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growth and carbon reduction is inverted U-shaped, with the economic system 
playing a leading role in this process, and that the agglomeration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 can affect its 
synergistic effect through resource mismatch effect and innovation growth effect respectively. Therefore, the 
agglomeration scale of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should maintain suitability, adhere to the principle of 
“establishing first and then breaking”, and ensure the stabilit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when establishing 
carbon reduction targets, in order to better promote the collaborated development of urban economic growth 
and carbon reduction. 
Key words: agglomeration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 economic growth; carbon reduction; “establishing 
first and then breaking”; collaborated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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